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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琼·伍德沃德( Joan Woodward) 是这一领域的创立者。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设立了伍德沃
德荣誉讲座( The Joan Woodward Lecture) 以推动学术界对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研究。“技
术与组织”既是多学科组织研究的专门领域，也是技术应用研究的专门领域。研究的环
境为现代社会的正式组织，研究旨趣在于探讨“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及其与组
织绩效和组织变迁的关系。

技术与组织:
多学科研究格局与社会学关注*

邱泽奇

提要:技术与组织研究始终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既有文献的研究目的
大多指向提高组织绩效。其中，社会学之外的学科关注绩效相关的因素，如
创新，其细分主题结构清晰; 社会学则关注人群关联的因素，如工作，其细分
主题较为分散。就其理论而言，早期研究以技术中心论为主，20 世纪 90 年
代之后情境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逐渐凸显，形成了多取向并存的格局。如果
说以工厂为代表的组织是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形态，其组
织绩效议题占据主导地位; 那么，在信息技术应用广泛、发展走向纵深的时
代，人的个性化凸显则呼唤社会学对人群加以更多关注，为理解信息时代的
技术与组织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技术与组织 多学科格局 技术中心论 情境中心论

一、问题与数据

组织绩效是工业化时代的核心议题，人们认识到技术和组织是影

响组织绩效的因素。20 世纪 50 年代，有学者观察到技术与组织的交
互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Woodward，1958 ) ，指出单纯关注技术或组织都
不一定能提高组织绩效，进而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使“技术与组织”变
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①

在过去的近 60 年里，来自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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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的学者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对“技术与组织”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学科之间的隔膜使学者们对研究的总体格
局并不熟悉。
有文献对技术与组织的某个( 些) 维度进行过探讨，或侧重理论视

角( 张燕、邱泽奇，2009) ，或聚焦于技术视角( 李小卯，2000; 李治堂、吴
贵生，2008; 齐晓云等，2012; 杨梦园，2015; Dedrick et al．，2003; Leidner
＆ Kayworth，2006) ，或探讨未来趋势( Phillips et al．，2010) 。这些探索
对学科发展功不可没，但未能呈现研究领域的整体图景。还有文献试
图建构“技术与组织”的知识体系( Hunt，1970; Aldrich，1972; Blau et
al．，1976; Goodman ＆ Sproull，1990) ，但由于没有后继研究而中断。
没有整体图景和知识更新，对技术与组织感兴趣的研究者便难以

对研究议题进行准确定位，也难以找到有意义的学术生态位( niche) ，
其成果或是对既有研究的重复，或仅增加既有结论的例证。即使幸运
地在无意中为既有知识增加一个新的“点”，如不了解其与其他知识的
关系，也不能形成对相关知识的拓展与推进，损失了研究应有的价值。
每一次技术与组织的巨变都会对人类社会提出巨大的挑战，从蒸

汽机、电力到信息技术，莫不如此。人类正在迈进智能制造、智能服务、
智能生活和人机融合的时代。技术与组织的变革再一次进入转折时
期。把握技术与组织研究的整体知识图景对理解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出
现的变革具有未雨绸缪的意义。
本文的数据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作者运用传统的主题检索①方

法获取图书、期刊文献和学位论文数据，包括运用中国知网、JStor、
ScienceDirect等数据库进行检索; 专题查找社会科学综合、社会学、经
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科学学、软科学、信息科学等主流中英文
期刊; ②运用世界主要大学和国家图书馆的在线书目数据库进行检索。
这部分文献大体勾勒出技术与组织研究多学科的格局与社会学关注

所在。
第二，作者使用 Web of Science( WoS) 在线数据的核心合集，包括

运用 WoS主题检索“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获取多学科数据;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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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主题检索指按文献内容进行的检索，一般包含题名、摘要、主题词、关键词等与内容相关
的字段，而不仅仅检索关键词。其中，主题词是文献编录机构依据文献内容添加的主题
词标签。
限于文章的篇幅，没有列出数据列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WoS数据分析技术与组织文献在不同学科的分布; 运用 WoS 数据工具
提取主题词和被引用次数等数据。通过分析，本文获得技术与组织研
究的多学科格局和社会学关注焦点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
第三，作者利用谷歌学术数据，包括运用谷歌学术主题检索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按照主题相关性由高到低排序，获取多
学科综合数据; 运用网络数据搜集工具获取前 1000 条记录的字段数
据; 逐条记录、核对文献各字段数据的准确性，筛选文献，将其整理为可
分析的数据。鉴于谷歌学术数据并不完整，本文仅运用这部分数据来
佐证对学科格局和理论取向的探讨。

二、技术与组织研究的细分主题

( 一) 技术与组织指的是什么?

英国学界对技术的定义相对严格，主要限于生产技术。伍德沃德
将技术与组织并称时并没有给技术下定义，只是指出“不同技术对( 组
织中的) 个体与组织有不同的要求，而要满足这些要求，尚需要组织采

用不同的形态( forms) ”。她进一步阐述道，如果要发挥技术的效率，需
要依赖组织中的人类关系( human relations) ( Woodward，1958: 16 － 18;
Woodward，1965) 。阿斯顿( Aston) 小组以及另一些同样关注组织与技
术的研究都沿用了伍德沃德的界定( Hickson et al．，1996; Pugh，1996;
进一步讨论参见 Phillips et al．，2010: 11 － 17) 。
美国学界对技术的界定则非常宽泛。在马奇主编的《组织手册》

( March，1965) 中，李维特认为组织要素包括任务、人( 行动者) 、技术和
结构。其中，技术指用于解决问题的发明创造，既指机器，也指程序
( Leavitt，1965) 。佩罗的定义则更加宽泛，认为技术是用以将组织的
投入( 原材料、信息、思想) 转换为产出的各种工作流程、机器和方法
( Perrow，1967) 。达夫特补充道，技术是组织的生产过程，不仅包括机
器设备，也包括工作程序( 达夫特，2014) 。
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技术不只是处理原材料的手段与流程。

从广义上讲，技术是人类应对生存与发展的经验模式，是创造工具、运
用工具、改进工具的实践方法; 从狭义上讲，技术是组织活动的工具性
方法。正因为组织的工具活动与众多其他因素的发展变化相关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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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是动态的( Gawer，2010; Ellul，1964) 。
至于组织，早期文献显示学界的认识非常一致。组织指正式组织，

如工厂、学校、政府等。值得注意的是正式组织的要素参与者与组织关
系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组织成员基本属于组织。在信息技
术广泛应用和兼职现象丛生的背景下，组织的边界逐步成了一个被讨

论的议题( Pisano，1990) ，而且变得越来越现实( Afuah，2003; Santos ＆
Eisenhardt，2005) 。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对“组织”定义的共识。
技术与组织之所以成为一个研究议题，是由于 1958 年英国皇家科

学与工业研究部出版的“工业进步问题”系列的第 3 份报告。报告观
点鲜明地回答了当时英国各界对工业发展提出的问题: 除了管理( 组

织) 和创新( 技术) 之外，工厂的生产效率还来自哪里? 报告指出，每一

类工厂都有生产技术，每一类生产技术都要求有与之对应的组织结构。
如果技术与组织结构适配，则生产效率高; 否则，生产效率便会大打折

扣。在初期的探索中，人们认识到的是技术与组织结构的适配关系。
这也是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英国学者研究的主题。美国学者的研究主
题要宽泛许多，包括对组织成员心理、个体和组织结构、管理的跨国比
较，同时也从经济和制度的视角来讨论技术与组织。

( 二) 多学科关注的细分主题

文献的主题词反映了多学科对技术与组织研究的细分主题状态。
为从总体上把握细分主题，我们运用 WoS数据整理了逐步迭代的 4 份
主题词①及其对应的被引数据。对数据的分析分为两步: 第一步，计算
主题词分布，观察主题词映射的细分主题总体格局。第二步，在主题词
数据中剔除技术、组织、技术与组织等主题词之后观察细分主题的变
化，凸显细分主题。在这部分讨论中我们运用前两份数据，分析和刻画
细分主题的多学科总体格局。
第一份为最外层的多学科数据。采用逐步迭代的检索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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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中没有详细说明检索的方法，有需要的读者请向作者索取检索式。在主
题词数据中，有 2 个字段: DE ( 作者关键词) 为文章发表时由作者标记的关键词; ID
( Keywords Plus，关键词扩充) 为文献编目时由编者依据文献内容增加的关键词，即主题
词。合并 DE 和 ID则比较周延地反映了主题词对主题的归纳。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
仅运用合并后的数据。



文献 7170 篇，①运用 WoS标记工具提取有被引数据的 5785 篇文献( 有
效记录 5273 个，空记录 512 个) ，及其主题词和被引次数。第二份为从
多学科数据中截取的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100 篇文献的主题词和被引次
数数据( 以下简称“前 100”，记录数 100 个，有效记录数 95 个) 。②

为判断多学科技术与组织的细分主题分布，我们计算了两组参数。
第一组为以主题词为分析单位的基本统计参数，用以反映文献中细分

主题的整体格局。第二组为用主题词乘以被引次数为权数的参数———
被引权次，③用以反映细分主题的受关注程度或影响力。
经过整理，主题词总数为 15239 个，出现次数总计 52891 次; 其中，

仅出现 1 次的为 10930 个，占总数的 71. 7%。少数主题词如“组织”
( organization) 和“技术”( technology) 有着极高的出现次数，但绝大多数
主题词的出现次数极低。依出现次数由高到低排在前 10 位的主题词
参见表 1 的“多学科—合并后”列。对多学科数据基本统计量的分析
发现，主题词数量多且较为分散。主题词出现次数的均值为 3. 47 次，
方差高达 587. 76，中位数为 1 次，25%分位数为 1 次，75%分位数为 2
次; 前 10 个主题词累计次数占比 14. 6%。
对主题词出现次数分布的分析发现其在总体上呈幂律分布，④满

足齐普夫定律( Zipf，1965) 。对数化以后回归的相关系数高达 0. 90，以
双对数形式展现的多学科主题词出现次数衰减幂次为 － 0. 7759。为进
一步呈现“技术与组织”研究的细分主题，在剔除技术、组织以及技术
与组织三个主题词后再次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主题词排序结构没有

改变，只是原来紧随在前 10 个主题词之后的两个词挪了上来( 参见表
1“多学科—剔除后”列) 。鉴于主题词出现次数为幂律分布，为检验多
学科数据的结果，我们截取了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100 篇文献。按照上
述方法再次分析，由高到低降序排列的前 10 个主题词如表 1 的
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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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由于检索时间变化，文献的数量略有变化，但误差极小。
之所以提取前 100，是在对文献关键词分布有了初步了解之后运用帕累托分布( Pareto
distribution) 原理进行的选择。
“被引权次”系本文创立的概念，用以测量关键词在学术圈的影响力，详细计算方法可向
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计算详细方法及其理论逻辑，也不呈现主题词的权次分布图、
Zipf分布图、词云图等，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 1 多学科文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前 10 个主题词

多学科 前 100

合并后a． 剔除后b． 合并后a． 剔除后b．

主题词 次数 主题词 次数 主题词 次数 主题词 次数

组织 1453 创新 872 技术 48 创新 40
技术 1419 绩效 865 创新 40 厂商 22
创新 872 管理 637 组织 36 绩效 17
绩效 865 信息技术 624 厂商 22 模式 17
管理 637 厂商 549 绩效 17 管理 13
信息技术 624 知识 481 模式 17 知识 13
厂商 549 模式 460 管理 13 竞争优势 11
知识 481 视角 367 知识 13 设计 9
模式 460 系统 354 竞争优势 11 系统 9
视角 367 战略 318 设计 9 产业 8

注: a. 合并了 organization 的单复数，firm 的单复数，technology 的单复数 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 information-technology。b. 剔除了 technology、organizations 以及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s。

比较表 1 两份数据合并后的主题词可以看出: 第一，排序结构发生
了变化; 第二，在多学科中排在前 10 的“信息技术”与“视角”没有出现
在前 100的前 10之中。这是因为越早出现的文献被引用的概率越高，且
文献讨论更多体现的是当时的议题，与整体格局有差异。例如 20 世纪
50年代信息技术已应用于组织( Thompson ＆ Bates，1957; Lee，1964) ，可
是其快速扩散则是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的现象，对信息技术的讨论在这
个阶段才大量出现。第三，多学科竞争是对研究视角和主题的重要影响
因素。从表 1看出，创新和绩效是得到最多关注的细分主题。
那么，影响力维度呈现的结果与出现次数的结果是否有差异呢?

截取至少有 1 次被引用的主题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与未加权的数据
比较，被引权次的分布更加集中在技术、组织、创新、绩效、知识等少数
主题词上。以被引次数作为权数计算后的被引权次达到 1883616 次，
每个主题词的平均被引为 123. 6 权次，方差 1398541，中位数为 12 权
次，25%分位数为 4 权次，75%分位数为 41 权次。其中，出现 100 权次
以下的主题词 12432 个，占总数的 86. 3%。
对计算结果的检验显示，加入权数之后的主题词分布同样满足齐

普夫定律，且更接近于幂次为 2 的无标度网络分布( 巴拉巴西，2013) ，
拟合方程为 y = 7. 4828 － 1. 6921x，相关系数 Ｒ2 = 0. 9129，主题词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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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由高到低排列的权次衰减幂次为 － 1. 69。这组数据同样说明少数主
题几乎垄断了这个领域的影响力。
为了比较加权前后的细分主题变化，作者用与表 1 一致的思路构

造了表 2。比较两表可以看到，直接影响或表达组织绩效的细分主题
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表 2 多学科文献出现权次b.最高的前 10 个主题词
多学科 前 100

合并后a. 剔除后a. 合并后a. 剔除后a.

主题词 权次 主题词 权次 主题词 权次 主题词 权次

技术 70707 创新 52333 技术 28878 创新 27905
组织 65379 绩效 38460 创新 27905 厂商 16953
创新 52333 厂商 35809 组织 24728 知识 13236
绩效 38460 知识 26792 厂商 16953 绩效 12281
厂商 35809 管理 22425 知识 13236 竞争优势 11027
知识 26792 信息技术 21273 绩效 12281 资源视角 9913
管理 22425 模式 21194 竞争优势 11027 模式 8850
信息技术 21273 竞争优势 19776 资源视角 9913 产业 8471
模式 21194 产业 17015 模式 8850 能力 8377
竞争优势 19776 能力 15468 产业 8471 管理 7787

注: a. 主题词处理方法同表 1。b. 把每一个主题词与其被引次数相乘，获得每一个主题
词的被引权次; 把相同主题词的被引权次相加，则得到没有重复主题词的主题词被引
权次。

从前 100 的比较中看到，在信息技术普及之前，组织的实力、资源、
产业等更受关注，其中对创新的重视程度甚至胜过组织，如竞争优势、
资源视角、产业。在剔除了技术、组织、技术与组织等主题词之后发现:
第一，在多学科细分主题中新出现了战略管理和模仿; 在前 100 中则出
现了系统和信任等主题。第二，以管理为名的主题让位于具体管理内
容的主题，如知识传递和分享等。进一步比较表 2 的多学科与前 100
排序发现，多学科更关注信息技术与管理，前 100 则更关注资源优势和
产业。总体上，与未加权数的细分主题分析一致，在正式组织一统社会
的时代( Lindblom，1977: 95; Perrow，1991 ) ，组织与技术研究关注的依
然是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 三) 社会学探索的细分主题

我们采用逐步迭代的检索方法，从 WoS中获得了第三、四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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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数据将学科限定为社会学、社会科学跨学科、人类学三个学科
( 以下简称“三学科”) ; 第四份数据将学科限定为社会学。
第三份数据获得记录 409 个，有效记录 367 个，空记录 42 个。主

题词总数 1864 个，出现次数总计 2968 次。其中，仅出现 1 次的主题词
达到 1508 个，占主题词总数的 80. 9%。与多学科( 71. 7% ) 的相应数
据比较，三学科离散性更大。出现次数由高到低降序排列的前 10 个主
题词参见表 3。

表 3 三学科和社会学文献出现次数最多的前 10 个主题词

三学科 社会学

合并后 剔除后 合并后 剔除后

主题词 次数 主题词 次数 主题词 次数 主题词 次数

组织 93 工作 31 组织 53 工作 25
技术 84 创新 24 技术 45 知识 15
工作 31 绩效 22 工作 25 创新 15
创新 24 知识 21 知识 15 社会学 11
绩效 22 科学 17 创新 15 绩效 11
知识 21 政治 15 社会学 11 网络 11
科学 17 网络 15 绩效 11 嵌入性 11
政治 15 系统 14 网络 11 科学 10
网络 15 社会学 14 嵌入性 11 政治 10
系统 14 管理 13 科学 10 产业 10

注: 主题词处理方法同表 1。

比较三学科与多学科( 表 3 的三学科和表 1 的多学科) 的前 10 个
主题词可以发现，除了共同关注的如创新、绩效和知识以外，三学科更
加关注工作、科学、政治、网络、系统，而多学科更加关注厂商、模式、管
理、信息技术等。三学科更加关注与组织参与者相关的细分主题。在
统计量上，三学科主题词出现次数的差异更小，主题词的分布更加分

散。主题词出现次数的均值更小，为 1. 59 次; 方差也更小，为 11. 37;
中位数、25%分位数、75%分位数均为 1 次; 前 10 个主题词的累计频次
占比为 18%。三学科主题词分布也满足齐普夫定律。对数化以后的
回归相关系数高达 0. 8232。回归方程为 y = 1. 4091 － 0. 4645x，即三学
科主题词出现的衰减幂次为 － 0. 4645，既没有多学科衰减得快，也没有
多学科运用权数之后衰减得快。
三学科呈现的主题词结构和分布变化说明: 第一，三学科对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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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如厂商、管理、模式等没有关注。第二，三学科对技术与组织相关
主题的探讨更分散，几乎没有集中的主题。第三，这些主题词的变化显
示其更多地关注与组织人群相关的细分主题，也是其与多学科的本质差

异。三学科对工作、科学、政治、网络、系统等的关注是对社会被正式组
织吸纳( Perrow，1991) 的回应，是在绩效为王的时代保持的一份清醒。
在检索收敛到只剩社会学的第四份数据中，获得的记录为 201 个，

有效记录 176 个，空记录数 25 个( 部分文献没有记录主题词) 。主题
词总数 873 个，出现次数总计 1415 次。其中，仅出现 1 次的主题词 691
个，占总数的 79. 2%，离散性远高于三学科。出现次数由高到低降序
排列的前 10 个主题词参见表 3。与表 1 的多学科比较，社会学的主题
词与组织人群相关，如工作、科学、嵌入性等。与表 3 的三学科比较，两
者前三个主题词的排序完全一样，不一样的是社会学更多地关注嵌入

性和社会学，三学科则关注创新、绩效等。
基本统计量显示社会学的细分主题进一步分散。主题词出现次数

的均值为 1. 62次，方差为 7. 94次，中位数、25%分位数、75%分位数也都
为 1次;前 10个主题词的累计频次占比为 14. 6%。在总体上也呈现幂
律分布，满足齐普夫定律。以齐普夫函数拟合，回归系数为 0. 8396; 回归
方程为 y =1. 3219 －0. 4873x，主题词出现次数的幂次等于 －0. 4873，与三
学科相比衰减略快，却远慢于多学科(－0. 7759) 。
综合社会学主题词的多个参数可以看到，三学科与社会学在细分

主题上具有同构性，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学更加关注知识，与人群的关系

更密切; 三学科则更关注创新，与组织( organizing) 的关系更加密切。
需注意的是: 第一，社会学更关注社会性议题，如嵌入性和社会关系网

络。第二，“社会学”也是主题词，意味着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以学科标
签而不是细分主题宣示与其他学科的区分。
为探索三学科和社会学细分主题受关注程度的差异，我们运用三学

科和社会学主题词的被引次数作为权数做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研究
者对细分主题的关注程度更为分散。由于三学科数据中存在被引次数
为 0的记录，主题词总数从 1864个降为 1326个，以被引次数作为权数获
得的被引权次为 50816权次，每个主题词被引平均为 38. 32 权次，方差为
20608. 85，中位数为 8 权次，25%分位数为 2 权次，75%分位数为 26 权
次。其中，出现50权次以下的1137个，占主题词总数的85. 7%。记入被
引次数的主题词也呈现幂律分布，满足齐普夫定律。在计入被引次数

571

论 文 技术与组织: 多学科研究格局与社会学关注



后，更加接近无标度网络分布，拟合方程为 y =5. 0101 －1. 517x，相关系数
为 Ｒ2 =0. 8859，主题词按权次由高到低排列的权次衰减幂次为 －1. 52。
运用与多学科分析一致的方法，表 4 可用于观察社会学细分主题

的受关注格局与特点。从表 4 中可以看出，三学科有着更多的社会性
主题，特别关注弱关系、网络结构、小世界、创新性等主题。有意思的
是，即使在计入被引次数后，社会学与三学科关注的细分主题结构依然

相似。表 4 显示，三学科和社会学的前 10 个主题词完全相同。

表 4 三学科和社会学文献出现权次最高的前 10 个主题词

三学科 社会学

合并后 剔除后 合并后 剔除后

主题词 权次 主题词 权次 主题词 权次 主题词 权次

技术 2356 绩效 1568 技术 1814 绩效 1415

组织 1810 创新 1333 组织 1457 知识 1311

绩效 1568 知识 1319 绩效 1415 创新 1264

创新 1333 厂商 1178 知识 1311 厂商 1150

知识 1319 弱关系 1131 创新 1264 弱关系 1121

厂商 1178 网络结构 1110 厂商 1150 网络结构 1110

弱关系 1131 小世界 1106 弱关系 1121 小世界 1106

网络结构 1110 创新性 1106 网络结构 1110 创新性 1106

小世界 1106 联盟形式 1106 小世界 1106 联盟形式 1106

创新性 1106 市场 767 创新性 1106 市场 767

注: 主题词与权数的处理方式同表 1 和表 2。

综合表 1 到表 4 的数据，我们观察到社会学与多学科对技术与组
织研究细分主题的异同。第一，两者都关注组织的创新、绩效、厂商
( 形态) 、知识。第二，多学科更关注组织因素，社会学则更关注组织中
人的因素，如技术与组织中的工作、知识、社会网络、文化、性别等。第
三，社会学更关注基础议题，如知识便是工作感受、创新、文化等其他议
题的基础; 创新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 弱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体系

的基本特征，对社会的多个维度都有重要影响; 网络结构是人群特征的

基本参数，刻画着组织人群的关系特征，直接影响着组织绩效。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技术与组织的传统主题“组织结构”在文献中

并不多见。对此，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从组
织层次的研究转向个体层次的研究的范式转换( Sewell ＆ Phillips，

671

社会学研究 2017． 4



2010) 。但本文已经证实，对个体层次的关注早在 20 世纪中期便已出
现，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是技术与组织在过去 60 年的发展。

三、细分主题间关系与理论取向脉络

( 一) 技术与组织细分主题间关系

为呈现细分主题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主题词数据整理为邻接矩阵

( 巴派特，2014) 数据，运用多种网络分析方法( 本文称之为“主题网络
分析法”) ，探索细分主题之间的关系结构。
运用多学科数据，我们获得有连接关系的主题词( 节点) 15220 个，

形成了 204355 对关系( 边) 。用这个邻接矩阵，我们计算了比较容易
理解的两个参数: 第一，节点度数和边标次( 标准化次数) ，用于探索细

分主题之间的关系结构。第二，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10 个节点度数和边
权 /标次数，如表 5 所示。

表 5 多学科前 10 个节点度数和标准化前后的前 10 条边

主题词 度 边( 未加权) 标次 边( 加权) 权标次

绩效 3476 创新 绩效 110. 83 创新 厂商 81. 19
创新 3155 创新 厂商 101. 36 厂商 绩效 66. 71
信息技术 2785 知识 创新 85. 73 知识 创新 61. 68
管理 2772 知识 绩效 74. 84 资源视角 竞争优势 61. 26
模式 2290 绩效 管理 72. 94 知识 厂商 59. 89
知识 2233 信息技术 绩效 65. 36 创新 绩效 55. 68
厂商 2215 创新 管理 58. 26 竞争优势 厂商 54. 73
系统 2120 知识 绩效 53. 52 竞争优势 知识 51. 07
视角 1988 信息技术 系统 53. 05 创新 能力 47. 86
战略 1487 知识 厂商 52. 10 资源视角 厂商 47. 57

为呈现多学科主题词关系结构的整体格局，用最高权 /标次的 1 /4
过滤后获得了图 1。① 在图 1 两图中，节点大小表示与之有连接节点的
多少。连接的节点越多，主题词的直径越大，节点直径的数值为表 5 的
节点度数( 第 2 列) 。两个节点之间边的粗细表示关系的强弱。在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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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中，边表示一对主题词( 如“绩效—创新”，简称“主题词对”) 的出
现次数经标准化后的标次( 表 5 第 5 列) ，如“绩效—创新”的标次为
110. 83; 标次数越大，边越粗。在右图中，边表示加权( 用出现主题词
对文献的被引次数作为权数加权累加) 且标准化之后主题词对的权标

次( 表 5 第 8 列) ，权标次数越大，边越粗，如“创新—厂商”的权数为
81. 19。需注意的是，边的粗细仅意味着在一个主题词对中至少有一个
主题词出现次数多或受关注程度高。

注: 图中出现的主要主题词中英文对照如下: firm = 厂商，innovation = 创新，
knowledge =知识，management =管理，perspective =视角，information technology =
信息技术，system =系统，performance =绩效，competitive advantage =竞争优势。

图 1 多学科主题词关系加权前后的结构比较

从图 1 可见，第一，绩效是最受关注的细分主题。左图中连线呈现
的是细分主题之间的关系，每一个闭合关系都涉及若干主题词对，如

“绩效—创新—管理”等。在多学科文献中，表 5 第 2 列的节点度数说
明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绩效; 第 5 列的标次数则显示出现次数最多的主
题词对为“绩效—创新”，是被探讨最多的一对关系。不仅如此，左图
的可视范围内还有众多的细分主题与绩效关联在一起，如能力、竞争优
势、战略等，总计有 3476 个主题词与之相连，占网络主题词总数
的 22. 8%。
第二，资源相关的主题也受到关注。结合表 5 可知，“创新—厂

商—绩效”构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主题结构。一种可能的解读是，人
们运用厂商机制进行创新，提高组织绩效。值得注意的是，资源视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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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为 693，只有绩效的 19. 9%，但是“资源视角—竞争优势”边的权
标次却与“知识—创新”的相当，且大于“知识—厂商”。
第三，比较图 1 左右两图可以看到明显的相同与差异。左图代表

了 1 篇文献 1 票的格局; 右图则显示出部分文献具有更大影响力的格
局。两图显示绩效是多学科共同的关注，且创新与绩效紧紧相连。不
同的是，左图显示与绩效相关联的因素更多，且更分散; 右图显示与绩

效相关的因素更少且更集中，譬如“知识—创新—厂商—绩效”模式显
得更加清晰。
综合表 5 和图 1 可见，在多学科文献中，绩效是因变量，与之关联

的自变量非常集中，如创新、厂商、管理、知识等。若把这些主题词串起
来可以建构一个命题: 运用厂商机制，创新是组织绩效的动力和源泉，

知识是让创新获得绩效的条件，管理则是让创新产生绩效的保障。
那么，社会学的细分主题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结构呢? 用同样的

分析方法获得节点数 860 个，未加权的边数 5538 条，加权后的边数
4147 条。① 表 6 列出了社会学文献中度数最大的前 10 个主题词、标次
数和权标次数。

表 6 社会学前 10 个节点度数和标准化后前 10 条边

主题词 度 边( 未加权) 标次 边( 加权) 权标次

工作 143 知识 创新 23. 90 知识 创新 9. 92

知识 139 科学 知识 17. 07 创新 绩效 9. 90

网络 93 技能 工作 17. 07 厂商 绩效 9. 75

嵌入性 93 性别 女性 13. 66 网络结构 绩效 9. 58

创新 91 社会学 工作 13. 66 创新 厂商 9. 58

绩效 88 科学 工作 13. 66 小世界 联盟形式 9. 55

社会学 88 特征 文化 13. 66 小世界 网络结构 9. 55

产业 79 互联网 政治 13. 66 小世界 弱关系 9. 55

美国 75 创新 公共采购 13. 66 小世界 知识 9. 55

权利 71 创新 绩效 10. 24 小世界 创新 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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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的主题词网络结构中，①左图没有加权，右图加过权。从图中
可见: 第一，有些细分主题如工作、知识等，本身很突出，主题之间却关
联不大。左图中，结合表 6 第 1、2 列的数据可知，工作和知识有着非常
接近的连接度数，我们自然认为两者之间有一条标次数较大的边。但
事实是，表 6 第 3、4、5 列的数据显示，“工作—知识”关系的标次数只
有最大标次数的 42. 8%。反而是“知识—创新”之间有着最大的标次
数，排在第 2 的为“科学—知识”，而科学却是一个度数不大的节点。

注: 图中出现的主要主题词中英文对照如下: work = 工作，innovation = 创新，
knowledge = 知识，embeddedness = 嵌入，perspective = 视角，industry = 产业，
sociology =社会学，performance =绩效。

图 2 社会学主题词关系加权前后的结构比较

第二，主题关联有多个子结构，却没有主结构。右图中，结合表 6
第 6、7、8 列的数据，加权后的主题词之间呈现出两个相对清晰的子网
络( 连通分量) 。第一个是围绕知识的子网络，可以看到“知识—绩
效—创新”之间的强关系。结合表 6 也可观察到与知识之间关系很强
却度数较小的细分主题，如网络结构、联盟形式、小世界等。第二个是
围绕市场的子网络，从中可以看到市场与角色冲突、收入、关系、种族、
成就、强度等细分主题之间的关系。
这里再一次显示社会学关注更基础的细分主题，如将知识作为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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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将科学作为知识的来源，而不像多学科那样直接关注组织绩效。将
工作与嵌入性、弱关系等相连，将市场与人群的社会特征相连恰好体现了
社会学对人的关注，并隐含着如下命题:组织绩效来源于人的因素，其中工

作感受通过社会网络影响人的参与，知识影响创新与实施; 市场与角色扮

演、收入、种族、成就感等密切相关。这些综合起来才会影响组织绩效。
从社会特征出发的细分主题抓住了技术与组织主题的社会基础和

前置条件，如果能形成明确的主题关系结构，即在人群因素与绩效的社

会最优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对技术与组织现象的刻画将更深入，解释也

将更有穿透力。社会学在这一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 二) 研究环境的变化与理论取向的发展脉络

在技术与组织研究领域，细分主题的流变是技术与组织各自发展

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英、美等国工业的发展而言，技术是
重要的驱动力，①面对的问题也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进

而提高组织绩效。对此，伍德沃德的回应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议题: 第
一，技术从哪里来? 第二，技术与组织如何影响组织绩效?

对第一个问题的探索让技术创新成为与组织绩效同等重要的主题

( 图 1和表 4) ，在组织研究中，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主题( Burns ＆ Stalker，
1961) 。② 对企业来说，技术创新来自组织内部还是外部?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技术创新主要来自组织内部。因此，对组织而言，技术外源性并不
凸显。这就意味着，只要企业在技术上有突破，就有机会提高组织绩效。
技术复制的低成本特征( Kogut ＆ Zander，1992) 使得同一套技术被应用
的范围越大，提高组织绩效的机会就越多。跨国公司正是在技术应用范
围扩张的驱动下出现和发展的( Wilkins，1974; Dunning，1992) 。
这解释了技术与组织的早期研究为什么关注组织结构而不讨论技术

来源。正因为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关系是组织扩张的基础，我们也就可以理
解为什么 20世纪 50 －90年代讨论技术与组织的文献并不多，且在技术一
侧更多地围绕创新，在组织一侧更多地围绕组织结构了( Harvey，1968)。
可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却很容易发现有关技术创新来源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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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量是金融，因不在本题之内，故不论述。
在谷歌学术中，伯恩斯( Burns) 和斯托克( Stalker) 著作的被引次数为 15000 多次，伍德沃德
( Woodward) 著作的被引次数只有 5000多次。



题被忽略了。社会学在后来的介入中展现了自己的洞见，即知识是创
新的来源，也是让创新发生效用的条件，进而把知识带入技术与组织研

究领域。为了检验这个判断，我们运用谷歌学术检索主题词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按照相关性由高到低排序，截取前 1000
篇 /部文献。而后再逐篇 /部阅读后进行筛选，留存 203 篇 /部，进一步
获取其被引用数据。最后，对文献的理论要素进行编码，获得了过去
60 年技术与组织研究理论发展的分析框架( 见图 3) 。①

图 3 技术与组织研究理论分析框架

在技术与组织研究的早期，技术受到更多的关注。技术中心论
( 图 3 第 1 象限) 曾占据主导地位，在后来的发展中，尽管不再是惟一
的理论取向，却也始终存在。创新作为技术发展的动力( 阿瑟，2014)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把信息技术推上前台，至少在四个方面改变了技术
与组织研究的大背景。第一，技术外源性议题凸显。组织内部的技术
创新曾经是技术与组织研究默认的前提，信息技术发展呈现的赢家通

吃的局面让其变成了绝大多数组织的外部技术。信息技术的引进和应
用意味着技术的外源性。至少在信息技术领域，技术创新与应用开始
逐步分离，技术的外源性意义迅速凸显。
第二，与组织绩效关联的各类技术并不具有同等重要性。与组织

绩效关系越密切的技术越具有核心性( 邱泽奇，2005) 。在信息技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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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区分依据、理论取向的编码说明以及计算方法可向作者索取。



遍应用之前，组织的核心技术通常来自组织自身。当信息技术应用渗
透到组织过程和环节，使组织活动( organizing，firm，management) 成为
与绩效关系密切的因素时( Galliers ＆ Baets，1998; Morton，1991) ，发挥
生产技术的效率便越来越不能脱离组织活动，不能脱离组织中的人群

因素，即社会因素。生产技术已经与信息技术整合，不再成为影响组织
绩效的主导因素，技术与组织的关系开始呈现层级性。
第三，当组织的核心技术也具有外源性时，生产技术对组织绩效的

主导性丧失殆尽，成为必须与信息技术整合才能发挥效率的技术( 谢

铮，2007; 刘伟华，2007) 。这使生产的离散性迅速变大，甚至很难看到
传统的连续生产，对技术与组织结构的讨论失去了意义，对管理创新

( Birkinshaw et al．，2008) 、知识创新( Asimakou，2014) 、知识传播与分
享( Karim ＆ Kaul，2015 ) 、组织模式( Ahuja et al．，2014 ) 、竞争优势
( Sorenson，2004) 等与组织活动关系密切的主题的讨论对组织绩效更
有贡献。情境中心论进而凸显出来。在信息技术与生产技术边界逐渐
模糊的组织中，情境对发挥技术效率和提高组织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加上信息技术的外源性，使得情境性变成了一个覆盖广泛的“情境域”
( 图 3 第 2、4 象限) : 从组织间关系( 如信息技术的提供与采用，见
Levina ＆ Ｒoss，2003; Lind ＆ Zmud，1991) 、组织传统与现实的关系( 如
信息技术与组织传统、文化、生产技术的协调与整合，见 Bouwman et
al．，2005; Lapointe ＆ Ｒivard，2005; Karahanna et al．，1999) 、组织内部
的部门间关系( 如信息技术与生产技术的沟通、协调与整合，见 Taylor，
2010; Hitt ＆ Brynjolfsson，1997) ，到个体使用者与技术界面( 如信息技
术与个体使用者知识与技能的协调与整合，见 Jasperson et al．，2005;
Venkatesh et al．，2003) 。在这个情境域中有着众多细分的理论取向，
我们统称为情境中心论( contextual-centric perspective) 。
在个体应用情境中，奥利科夫斯基的研究具有广泛影响，从早期的

技术二重性( Orlikowski，1992) ，到中期的技术结构化理论( Orlikowski，
2000) ，再到后期的社会物质性理论( Orlikowski，2007) ，她关注个体静
默知识( tacit knowledge) 的影响与个体主观能动性，致力于把“技术—
人—组织”整合为一个框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流派。奥利科夫
斯基是自伍德沃德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其贡献不在于将分析从组

织层次转向了个体层次，而在于其关注到社会因素的层次性和技术应

用的情境性。社会物质性分析框架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因素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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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因素关系的方向，即不同层次的行动者和不同层次的技术之间没有

模式化的关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理论取向也是情境中心论的，
追随她理论取向的研究也落在情境中心论( 图 3 第 4 象限) 的范围中。
在技术引进、初期应用、组织和部门等中程情境中，邱泽奇团队的

研究具有明确的影响。从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 邱泽奇，2005 ) ，到对
部门岗位( 刘振业，2004; 刘小涛，2004 ) 、组织内部的部门间关系研究
( 张燕，2009) ，再到组织 /社会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研究( 王旭辉，2009;
谢铮，2007; 刘伟华，2007; 张茂元，2008; 周彦汐，2013 ) ，再加上技术应
用与组织文化的研究( 任敏，2009) ，都试图在中程情境下( 图 3 第 2 象
限) 来解释技术与组织的整合机制。
在组织与环境层次，有研究者在探讨小企业决定是否采用电子数据

交换( EDI) 技术的影响因素时提出了“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
( Kuan ＆ Chau，2001) 。这是一个从创新扩散研究领域受到启发而构造
的框架。在创新扩散研究领域，罗杰斯关注到影响一项新技术是否被采用
的因素，如应用环境、组织的需要，以及技术的适用性等( 罗杰斯，2002) ，后
来被人归纳为三个因素:技术、组织、环境( Tornatzky et al．，1990)。在此基
础上，人们综合其他研究积累，将其归纳为“技术—组织—环境”框架。
由于在情境中纳入了多层次行动者以及组织和组织间关系等诸多

因素，不同因素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类型的情境中心论，在总体上可以归

纳为技术中心的情境论( Perrow，1967; Blau et al．，1976; DeLone ＆
McLean，1992 ) 、技术和组织中性的情境论 ( Orlikowski ＆ Baroudi，
1991; 邱泽奇，2005; Orlikowski，2008 ) ，以及社会中心的情境论
( Morgan，1980; Barley，1986) 。
情境中心论自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以来，其发展时断时续，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有一个小小的高潮 ( Huber，1990; Milgrom ＆
Ｒoberts，1990; Orlikowski ＆ Baroudi，1991) ，但是未能像早期的技术中
心论那样成为主导性的理论取向，主要原因在于其未能处理好技术与

组织多维度与多层次之间“关系组合”的社会机制。
第四，对社会因素的重视。有研究者从对情境模型的检讨入手，认

为既有模型忽视了作为组织战略选择的重要政治过程，指出在这个选

择中不仅有组织结构形式，还有对环境特征的操纵，以及对绩效标准的

选择( Child，1972) 。由此，宏观社会因素进入对技术与组织的讨论之
中。到了 1987 年，有研究者在对技术应用史的探讨中提出“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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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观点( Bijker et al．，1987) 。如前所述，知识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源
泉，也是让技术获得效率的条件。而知识的掌握者是与技术相关的人
类行动者，当知识变成重要细分主题时( Smith et al．，2005) ，社会中心
论( human-centered perspective) 自然而然凸显出来( 图 3 第 3 象限) 。
奥利科夫斯基曾经认为，社会中心论试图将技术的影响最小化，并

尽最大的努力关注人的能动性，让技术特征消失在社会因素之中

( Orlikowski，1992) 。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有研究运用针对 156
个组织在技术采用前和采用后的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技术接受模式

( TAM) 后指出，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都影响着组织对技术的接受
( Venkatesh et al．，2003; Boudreau ＆ Ｒobey，2005 ) 。如果把对制度
( Liang et al．，2007; 芳汀，2004) 、文化( Leidner ＆ Kayworth，2006) 、反身
性( Mutch，2010) 等因素的研究也包括在内，则社会中心论的内容更加丰
富。社会中心论取向发端于 20世纪 70 年代，直到信息技术应用逐渐普
及的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一直保持着时断时续的发展，此后其影响力延
续至今。其中，重要且有影响力的研究都与信息技术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技术与组织研究如何因社会学的介入从一

个以组织绩效为核心的领域逐步在理论发展中纳入社会因素，进而发

展为一个多学科共同努力、多元理论共存且具有极大社会学潜力的研
究范畴。

四、从工厂到平台: 技术与组织研究的未来

工厂不仅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组织形式，更是改变这种形式的场所

和力量。从伍德沃德时代的大批量生产、小批量生产、连续生产
( Woodward，1958) ，到后来的柔 /弹性生产、定制化生产，人类生产活
动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正是在多样化的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与组织的议题。纵观过去 60

年的发展，对技术与组织的研究始终是多个学科的兴趣所在，社会学便

是其中之一。在多学科的关注下，组织绩效是最凸显的细分主题，与其
紧密关联的细分主题还有创新、管理、厂商( 形式) 、知识，其中创新是
最重要的细分主题，也是社会学关注较多的主题。在社会学研究中，最
受关注的细分主题是知识与工作，即技术与组织中的人群因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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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社会学没有形成与其紧密关联的主题结构。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智能时代，这意味着伍德沃德问题的组织背景

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制造业为例，大多在车间从事生产的将不再
是人类，而是机器人( 布劳克曼，2015) ; 提供生产依据的也大多不再是
人类，而是在生产和消费中积累的大数据( 李杰，2015) 。
在组织改变的背后，适用 /匹配的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技术变迁甚

至是组织变迁的直接驱动力量，人们对创新的持续关注就是证据。创
新不仅发生在组织和技术领域中，也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没有创新就没
有技术、组织的发展; 人类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一个国家对创新的强调正
是汇聚人类静默知识共识的过程( Nelson，1993) ，也是汇聚人类智慧的过
程。恰恰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从组织所
属的技术攻关和技术研发中新生出众包和众筹等多种方式( Chesbrough et
al．，2017) ，创新将会继续成为技术与组织研究中的重要细分主题。
如果说机器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工厂组织，那么信息 /技术的发展正

在把平台组织推上人类组织历史的前台。其实，我们对平台并不陌生，
传统乡村的集市就是一个交易空间平台，大型制造业中的成套设备则

是生产平台。不过，传统的平台与组织是平行或重叠的，而如今的平台
因为信息技术的支撑和物流、人际网络等其他因素的大规模引入与智
能匹配的机制而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有研究者认为，一个系统常常有核心和周边两个部分，其中核心部

分的变异性小，周边部分的变异性大，核心部分就是平台( Baldwin ＆
Woodard，2011) 。在组织的意义上，我们更愿意从组织间关系和组织与
社会的关系角度把平台理解为给其他组织和社会成员提供基本支撑的

组织。这就意味着平台作为一种组织其他组织或社会成员生产与生活
的活动空间与支持体系，其点滴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平台从诞生的时刻起就具有了公共性和公共空间的特征。
在此背景下，技术与组织研究需要扩展传统边界。伍德沃德传统

关注的是“生产”意义上的技术与组织，且“绩效—创新—知识—厂
商—管理”是可以追寻的细分主题。在计算机技术进入人类的生产与
生活之后，在给定的组织情境下，奥利科夫斯基观察到，在“人机界面”
交互的意义上，技术应用效率直接影响组织绩效，这种影响较之以往任

何时候都依赖于人或群体的因素，从而强调“技术—人—组织”之间的
整合性和整体性，关注技术与组织，尤其在个体层次上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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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社会物质性在局部、微观的层次上依然是重要的研究主题。
如果说从伍德沃德到奥利科夫斯基，研究主题的变化依然在工厂

组织时代议题范围内，那么在平台组织因其公共性对人类社会的生产

与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一些曾经不突出的议题却凸显出来。在
工厂组织时代，人类面临社会公平与组织效率两难，推崇帕累托最优或

社会最优。计算机进入生产与生活后，并未改变人类工厂组织的形态，
技术与组织的关注依然是帕累托最优。可互联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渗透
却改变了人类生产与生活的组织形态，使平台与其承载的组织和 /或社
会成员之间在绩效上存在着多重复杂关系。那么，又如何界定因技术
与组织因素带来的效率和公平呢? 同样的议题还有: 创新带来谁的绩

效? 谁的知识? 知识又如何促进或抑制绩效?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

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生产”，更需要把社会因素带入其中。
当然，对传统边界的扩展并非意味着传统议题消逝了，工厂组织还

在，传统技术还在，国家和政府还在，都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同时，在
传统组织形态依然存在的环境下，平台组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快速

上升，且与传统组织之间有着多种组合和交互模式( van Dijck，2013) ，
给技术与组织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
在形式上，组织的规模将更加两极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平台组

织的规模远远超过传统组织，甚至演化为类政府组织; 另一方面，生产

和其他服务组织则日趋小型化。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平台组织以
外的其他组织的平均规模正在缩小。组织的形态将更加多样化，个人、
组织、小群体正逐步成为组织的内核，构建着多样化的组织形态。在理
论上，因讨论的情境、技术、应用的阶段不同，技术中心论、情境中心论
和社会中心论将会出现并行发展的格局，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理论取向

主导如此复杂的技术与组织格局。在人类社会迈向个体化的时代，单
项技术效率的时代正逐步成为过去，或许情境的重要性将会远远超过

其他，服务于人类个性化的需求或将成为未来的主流。
对社会学而言，平台组织实践的前沿在中国，既有的研究大多关注

平台组织带来的实践议题如平台生态( Tiwana，2014) 、平台治理( 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
2016) ，前沿的研究则开始关注平台组织规则的演化( 唐远雄，2014 ) 、
平台赋权( Leong et al．，2016) ，等等。不过，对平台组织下的技术与组
织的探讨尚为一块处女地，期待着社会学学术探讨的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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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of Thomas Hobbes’natural law theory． H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human
nature and the basis of the modern state，before seeking to rebuild the ethical life of the
German nation． Tnnies dissolv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atural state and the political
state in Hobbes’theory by the concept of the social state and creatively constructed the
Germanic“original assembly” as the historical archetype of Society． Based on an
interpretation of Hobbes’life and doctrine，Tnnies reveale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modern human nature and mode of life，i． e．，the natural state hidden in the
civilization． Thus，Tnnies not only found in Hobbes’ theory of natural law the
possibility to normalize the human nature，but also explored the norm that is more
authentic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German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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